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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鹏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20 世纪 90 年代以降，“三农”问题就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而深

受西方学者“国家—社会”二分范式的影响，中国学者也开始将这一分析范式引

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基于西方社会特殊国情发展而来的“国家—社会”分析范式在解释中国国家与农

民关系时愈发显得苍白无力，因此，如何建构本土化的理论来解释转型社会中国

家与农民关系的高复杂性和强不确定性，已得到中国学者的共识。本文首先重新

审视“国家—社会”二分范式的弊端，然后着重介绍国内学者本土化的两种努力

方向，即以于建嵘为代表的研究视角的“底层转向”和以孙立平为代表的方法论

之“关系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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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国家国家国家国家————社会社会社会社会””””二分二分二分二分范式范式范式范式的弊端的弊端的弊端的弊端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国家和农民关系主要是在“国家—社会”二分的框架内进

行的，并受到极权主义、多元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因此，在此框架之下，

西方学者通常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家和农民通过士绅阶层间接进行接触，

国家政权未能“进入”农民生活，而士绅阶层在治理乡村社会中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在农村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权体

系，通过三级管理体制把基层农村纳入国家的整体管理体系，而在这一全能的管

理体制之下，呈现出了“强国家—弱社会”的状态。在“国家—社会”这一范式

下的理论，研究中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分别在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政治经

济学和社会学的视角下开展，但都受到了“国家—社会”这种简单二分框架的影

响。这一二分对立的框架主要存在以下的问题：过多地强调国家或社会之一的相

对权力，即认为国家和社会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按照这一模式理解中国国家和社

会的关系得出的一个普遍的结论就是“强国家、弱社会”的印象，国家无所不在

的压制和渗透使得农民在国家的统治之下并没有多大的反抗余地；国家和社会之

间不是一种平衡的互动，而是一方企图完全控制另一方；用这种思路理解中国国



家和农民的关系的结果是，农民没有任何掌握话语权的可能。 

笔者通过有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学界为弥补“国家—社会”二分框架的种种

弊端，在国家和农民关系的研究中呈现出两种转向，即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转

向。 

 

二二二二、、、、    ““““抗争视角抗争视角抗争视角抗争视角””””：：：：来自底层来自底层来自底层来自底层的声音的声音的声音的声音    

第一种转向体现在研究视角的选取上，即“抗争视角”。 

该视角近来成为这一努力的主要方向之一，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国内学者

于建嵘提出的“以法抗争”这一新解释框架认为，“以法抗争”是指农民以法律

为武器直接挑战违规的地方政府，而以诉诸国家为辅。而国外学者中詹姆斯·斯

科特 (James Scott)的“日常抵抗”和李连江与欧博文提出的“依法抗争”

(policy-based resistance)。于建嵘在其著作《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基本

问题》中对斯科特“农民抗争三部曲”（《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抗与生

存》、《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和《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

进行了精彩的评述i。在这三部曲斯科特分别提出了“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

概念，强调了农民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概

念ii，强调了农民抗争的日常形式，即具有无组织、临时性、避免直接冲突的、

非政治性等特征；在提出“弱者的武器”这一概念之后，斯科特又提出了“公开

性文本”(public transcript)和“隐藏性文本”iii(hidden transcript)这一对概念，来

分析农民的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进一步阐释了底层农民的意识形态特

征。而李连江和欧博文的“依法抗争”解释框架认为，农民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

中央政策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侵害的政治活动，

从内容和形式上看，依法抗争都兼有政治参与和政治抵抗的特点。在这一解释框

架里，农民是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土政策，以上级为诉求对象，

抗争着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题是上级，抗争着不直接对抗他们的诉求对象，这种

反抗形式是一种公开的、准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形式，采用的主要方式是上访。 

董海军博士在其著作《塘镇：乡镇社会的利益博弈与协调》中，以塘镇为例，

通过对围绕村级选举、涉煤利益、村组利益、征地利益、镇干部身份利益而展开

的博弈事件，研究分析了当前乡镇社会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与协调。作者创



造性地提出了“作武器的弱者”的概念，建构了“依势博弈”的理论解释框架，

进一步拓展了基层农民抗争的解释框架。董海军认为，“依势博弈”作为后税费

时代乡镇社会的利益博弈框架，主要包括：造势（问题化、污名化、呈现威胁姿

态）、借势（借用博弈代理、借用关系网络、“借鸡生蛋”、借众势、借形势）和

用势（选准上访时机、对准权势、广泛散发上访材料、借用厚势、发挥弱势）。 

学界关于“抗争视角”的各种争论主要是关于这种抗争形式是否具有政治层

面的意义。这其中经典的案例是应星对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研

究，拓展了对“依法抗争”概念的理解，并批判了国内目前流行的农民群体利益

表达已进入了“以法抗争”新阶段的观点。应星认为，草根行动者是一个既不完

全认同与精英，也不完全代表底层，而是有着自身独特行动目标和行动逻辑的行

动者；他认为，草根行动者所进行的草根动员，使农民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在表达

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权宜性，在组织上具有双重性，在政治上具有模糊性，草根动

员既是一个动员参与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进行理性控制并适时结束群体行动的过

程。 

 

三三三三、、、、““““过程过程过程过程————事件事件事件事件””””分析分析分析分析：：：：方法论上的方法论上的方法论上的方法论上的““““关系转向关系转向关系转向关系转向””””    

第二种转向即方法论上的“关系”转向。 

该转向的代表人物孙立平受布迪厄实践理论的启发iv，以孙立平为代表的“实

践社会学”（倡导一种“过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在超越“国家—社会”简

单二元对立范式的尝试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v。孙立平认为，要揭示社会生活的

“隐秘”就得运用“过程—事件”分析策略，该研究策略一反涂尔干关于社会事

实的定义认为，在涂尔干那里，社会事实是一种集体表象。首先，必须将社会事

实看成是动态的、流动的，而非静态的结构，即将所研究的对象看成是由若干事

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其次，“过程—事件”分析强调通过对实践过程的分析，

将“结构上的不可见”以及静态中难以展现出来的事物逻辑展现出来；第三，实

践“大于”静态结构，存在着一个“实践的增量”；第四，孙立平将实践状态的

社会现象的研究概括为四个环节，即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过程”，是“进

入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切入点，是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一种途径”，“实践状

态社会现象的逻辑，往往是在事件性的过程中才能更充分地展示出来”；“机制”



则“是逻辑发挥作用的方式”；“技术”则“是指实践状态中那些行动者在行动中

所使用的技术和策略”。“而逻辑则是我们研究的目标。实践社会学在面对实践状

态的社会现象时，要找到的，就是实践中的逻辑，然后通过对这种实践逻辑的解

读，来对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解释”。 

在孙立平倡导的“实践社会学”转向之后，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

中应星成功将其运用到对西南一个水电站移民上访的分析中。在《大河移民上访

的故事》中，“他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写作，对平县山阳乡长达 20 多年的移民

上访以及政府摆平的过程再现，来揭示当国家与农民在土地下放、人民公社制度

瓦解后的新时期发生集体上访这样的正面遭遇时，权力是如何在自下而上和自上

而下的双向实践中运作的。”应星得出结论，大河移民借助“问题化”的过程，

在以许绍荣和王学平为代表的移民精英带领下，通过“缠访”和“闹访”等手段

来“诉苦”和“讨说法去”，在漫长的上访之路上形成了大河移民特有的“诉苦

文化”，而各级政府及其代理人则通过“开口子”、“拔钉子”、“揭盖子”等手段，

一次次“摆平理顺”，在与大河移民漫长的上访较量中逐渐得出了“摆平三部曲”，

即“找到化淤导流之术”、“以恩赦化解危机”、“热点的冷处理”。 

 

四四四四、、、、实践中的国家与实践中的国家与实践中的国家与实践中的国家与社会社会社会社会：：：：一个简要的评价一个简要的评价一个简要的评价一个简要的评价    

从上述的文献梳理中可以看到，“抗争视角”得出的很多解释国家和农民关

系的模型的确能很好地弥补“国家—社会”二分范式带来的很多弊端，诸如“强

国家、弱社会”和“农民没有任何掌握话语权的可能”等。笔者认为，暂且搁着

“抗争视角”下各种模型之间存在的争论，如果说“底层抗争”视角是一种农民

“主位”的话，那么这种自下而上的微观视角在恢复农民话语权的同时，客观上

也造成了国家的“失语”。同时，虽然应星的研究精彩地展现了权力的自下而上

和自上而下的双向的实践过程，但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即水库移民），使

得其研究结论很难做出有效的推广。因此，在“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的倡导后，

实践中动态地展现国家与农民的互动过程，能够很好地弥补“国家—社会”范式

带来的各种弊端，同时也有利于这一西方“舶来品”的本土化。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1.贺飞、郭于华．国家和社会关系视野中的中国农民——20 世纪下半期西方关于

国家和农民关系的研究综述[J] ．浙江学刊，2007，（6）． 

2.于建嵘． 

——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J] ．社会学研究，2004，（2）． 

——当代中国农民维权组织的发育于成长—基于衡阳农民协会的实证研究

[J] ．中国农村观察，2005，（2）． 

3.董海军．  

——“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J] ．社会，2008，（28）． 

——依势博弈：基础社会维权行为的新解释框架[J] ．社会，2010，（30）． 

4. 折晓叶．合作与非对抗性抵制[J] ．社会学研究，2008，（3）． 

5. 孙立平，郭于华． “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J] ．原载

于 谢立中 主编 《结构— 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M]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6. 应星，晋军．集体上访中的“问题化”过程[J] ．《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

2000． 

7. 应星．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M] 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1． 

——略论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及其限制[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

（3）． 

——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J] ．社会学

研究，2007，（2）． 

8. 谢立中 主编《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M]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10． 

9. 于建嵘 著《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10. 董海军 著 《塘镇：乡镇社会的利益博弈与协调机制》[M] 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08． 



11. [法] 皮埃尔·布迪厄 [美] 华康德 著《实践与反思》李康 李猛 译[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田鹏 （1986——），男，江苏镇江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

究生，研究方向：工程社会学。 

 

注释注释注释注释    

                                                        
i 参见 于建嵘 著《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第 9—10 页。 
ii 折晓叶依据近 10 余年来对中国东部和南部较发达地区村庄的实地调查资料的研究，发展

了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创造性地提出了“韧武器”这一概念，一种既柔软又坚实的武

器，即采取非对抗的抵制方式，选择不给呗“拿走”（剥夺）的机会的做法，并借助于“集

体（合作）力”的效应，使他们面临的问题公共化，从而获得行动的合法化（折晓叶，2008）。 
iii“公开性文本”是“统治精英按照他们想被人知道的样子画出的自画像，“因为统治精英

通常掌握迫使他人完成任务的权力，因此发生在公开文本上的言说即使不是完全的黑白颠

倒，至少也是一种对事实的背离和 的叙述”。“隐藏性文本”是“在后台使用的，当权者能

见范围之外的言说”，它是“派生性的，包含着后台的话语、姿态和行为，要么是对公开文

本的确认，要么是对公开文本的针锋相对和扭曲反映”。转引自 李楠 《“拆村”：作为一种

过程的实践》，载于 郑也夫、沈原、潘绥铭主编《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2009》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第 55—118 页。 
iv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是在其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对“唯智主义”的批判基础上而提出的。布迪

厄为超越传统社会学个体和结构之间的内在张力，发展了“策略”、“实践感”、“惯习”

(habitus)、“场域”(field)和“资本”(capital)等概念；布迪厄认为，“我之所以要提出一套实

践理论，把实践活动看作是一种实践感的产物，是在社会中建构的‘游戏感’的产物，就是

要说明实践的实实在在的逻辑(the actual logic of practice)”。 参见[法] 皮埃尔·布迪厄

(Bourdieu, P.)、[美] 华康德(Wacquant, L.D.) 著《实践与反思》李康 李猛 译[M]北京：中央

编译出版社，1998 第 164 页。 
v 以张静教授为代表的“结构——制度”分析则主张从宏观的结构和制度方面来观察和解释

社会现象，作为对孙立平的“过程—事件”分析的回应。参见 谢立中 主编《结构—制度分

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